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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社会问题研究旨趣与影响
———来自留美生社会学、人类学博士论文的考察

元　　青

摘　要：民国时期，留美社会学、人类学博士群体的中国问题研究，涉及中国移民与文化适应及华人社区问

题、乡村建设问题、宗族家族问题、民族问题及人口问题、社会思想社会运动社会控制问题、慈善事业问题、劳工问

题、犯罪问题、鸦片问题、美国对华舆论问题、地方社会福利问题等广泛选题范畴和丰富内容，彰显了求实致用的

强烈现实观照、以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为旨归的本土化研究旨趣。其成果在西方学术界得到广泛传播和热烈

反响，构成西方现代中国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国内学术界影响至深，开启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本土化之

门，成为民国时期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学术运动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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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一大批中国海外学子热衷中国问
题研究，充分体现了近代西学东渐历史文化语境
下中国学子学为己用、使西学为中国服务的研究
特点和学术报国、学术救国的热烈情怀。其中以
研习社会学、人类学的一批留美学子尤甚，他们撰
写了一批致力于解决中国现实社会问题并代表其

学术生涯研究方向和较高研究水准的博士学位论

文，更加鲜明地彰显了中国化的学术研究倾向，开
启了其后社会学、人类学本土化的研究路径。对
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探讨，既可弥补既往近
代留学史研究中留学生海外求学期间学术研究状

况语焉不详之缺陷，也可从学术史上重新发现民
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求实致用、重中国问题研究的优
良传统，并为思考与接续这份历史遗产提供镜鉴。

一

民国时期留美生写作的３０余篇中国社会问
题博士论文，其彰显的最鲜明的学术价值取向就
是求实致用的强烈现实观照、以解决中国各种社
会问题为旨归的本土化研究倾向。其以中国社会

现实为题材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内容和以学术为
中国服务的选题缘起无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民国时期留美博士群体关注最多的是中国移

民与文化适应及华人社区问题。陈达的《中国移
民之劳工状况》、吴景超的《唐人街：共生与同化》、
叶崇高的《中国毕业生在美国大学的适应问题》、
陈文仙的《移民法与排外法下的中国人》、张乡兰
的《芝加哥唐人街的中国儿童对美国文化的适应
及其教育影响》、陈怡萱的《纽约的中国社区，

１９２０—１９４０：文化适应研究》、陆琪臣的《费城的华
裔美国人》、郑德超的《费城华侨：一项文化接触的
研究》、谭金美的《落基山地区华人社区兴衰》等都
属于论述此类问题的论文。
近代以降，随着中国自然经济的加速解体，破

产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到海外谋生；与此
同时，处于上升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
殖民地的开发还是本国的发展，都需要廉价的劳
动力，于是催生了数量巨大的“契约华工”；加之两
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致的大量战争苦力、逃难者
及包括海外留学生在内的国外迁徙，到民国后期，
中国的海外移民达到历史高峰。其中，美国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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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移民的最大侨居国之一。华侨华人对美国等侨
居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

献，但同时其自身也面临着与侨居国民众之间的
经济冲突与文化种族冲突。华侨华人在海外如何
自处与发展，文化种族冲突如何有效消解，成为摆
在中国移民与侨居国、中国政府面前一个突出的
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以解决社会问题为职志的
社会学、人类学留美博士群体身居美国，耳濡目
染，本身又是“桃花源中人”，对此显然有着高度认
知与共识。在从２０世纪２０～４０年代的２０多年
时间里，先后有９人选择了移民及其文化适应、华
人社区研究课题，占到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问题社
会学、人类学博士论文的１／４强，数量相当惊人。
中国乡村建设问题是留美生关注的又一重

点。李汉铎的《从美国乡村教堂到中国乡村教堂
的管理调整》、陈希诚的《中国乡村合作的伦理和
经济基础》、杨昌栋的《平潭调查》、杨懋春的《中国
集镇与乡村生活》、谢景升的《中国乡村重建：问题
与办法研究以及对中国政府与基督教堂的政策建

言》等都论述了此类问题。
民国时期，由西方列强侵略带来的自然经济

的逐步解体，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国内军阀混战
政治失序及连年自然灾害等所致的农村、农业、农
民问题日益突出：土地高度集中，无地或少地农民
激增；农产品价格低落，农民收入大大降低，购买
力与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地价下跌，耕地荒芜；农
民绝对贫困化，许许多多贫困农民过着饥寒交迫
的生活，暴动与抗争此起彼伏。全国农村经济与
社会遭到极大破坏，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村的衰
败与动荡引起国内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他们以
各种方式掀起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到
农村建立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
通金融、倡导合作、兴办公共卫生、移风易俗为主
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国内的乡村危机及以解
决危机、“民族自救”为目的的乡村建设运动，同样
引起社会学、人类学留美博士群体的关注。２０世
纪三四十年代，至少有５篇社会学、人类学博士论
文以中国乡村建设为主题，涉及乡村宗教、乡村合
作、地方乡村社会调查及改革、乡村经济与社会生
活、乡村重建的问题与办法等广泛话题。其中，杨
懋春的《中国集镇与乡村生活》最具代表性，是对
国内方兴未艾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紧密呼应。对研
究中国乡村问题的学术缘起，杨懋春在博士论文
前言中开宗明义，自己之所以写作研究中国乡村

问题的题目，就是因为“当乡村复兴运动在国家重
建计划中越来越重要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社会
领导者逐渐认识到，对中国过去和现存的乡村生
活进行科学和全面的研究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基

础。这类研究有助于消除自运动一开始就出现的
大量浪费和无效，而且还能防止重大的失误”［１］
（作者前言，Ｐ１）。他把自己的研究与防止国内乡村建
设运动的浪费、无效与失误直接挂起钩来，反映了
其以学术为国家服务的良苦用心。
中国宗族家族问题也是社会学、人类学留美

生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徐声金的《中国家庭制
度》、冯汉骥的《中国亲属制》、郑成坤的《中国：一
个转变中的宗族社会》、胡先晋的《中国共有的继
嗣群及其功能》等都属于此研究范畴。其中，尤以
冯汉骥的《中国亲属制》影响最大。关于中国亲属
制研究的价值，冯汉骥在文章之首作了如下表述，
他说：“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都建立在‘扩大家庭’
组织的基础之上，而扩大家庭又建立在其内部成
员系统化了的相互联系的基础之上。如果整个社
会的结构要协调地发挥作用，那么，表述和规定个
人的权利和义务的亲属制度必须得到调整。”［２］
（导论，Ｐ１）换言之，中国是一个重人伦的国家，亲属
关系及其网络盘根错节，亲属称谓纷繁复杂。要
想把握中国的社会结构乃至使其协调地发挥作

用，必须首先把握中国的亲属结构。冯汉骥的研
究无疑有着人类学、社会学学术上的卓越建树和
强烈的现实针对意义。
中国民族问题同样是留美生关注的一个领

域，此类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仅有李济的《中国民
族的形成》、林耀华的《贵州的苗民》２篇博士论
文，但皆在中国早期人类学研究中别具特色，堪称
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经典。在４０年后的一篇回忆
文章中，李济对自己在哈佛的中国问题研究旨趣
作了如下叙述，他说：“我所感觉到的，是在做学术
工作中，所谓方法论者，诚然是很要紧的项目，但
是这种方法也只是一种常识的推广，绝不是与我
们常识相矛盾的。……我所最感深切及有兴味的
一点是：只有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文化的发
展，及若干历史的现象，方能得到有意义的结论。”
［３］（Ｐ１９９）而林耀华之所以做研究贵州苗民的论文，
也是因为其时国内“西南地区成为抗战的大后方，
中国社会对边政学有迫切的实际需求”，“人们对边
疆地区生活的少数民族表现出极大的关注”。［４］
（Ｐ６１）林耀华此文无疑契合了当时的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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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几类问题外，中国的人口问题、社会思
想社会运动社会控制问题、慈善事业问题、劳工问
题、犯罪问题、鸦片问题、美国对华舆论问题、地方
社会福利问题等，都纳入社会学、人类学留美博士
群体的选题范畴。这些选题紧密呼应了民国时期
战乱频仍、政治失序、社会问题成堆的现实状况，
希冀能用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中国社会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办法。其
中，孙本文的《美国对华舆论之分析》、吴文藻的
《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严景
耀的《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都在中
国早期社会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是社会学本土
化研究的典范。对自己的研究使命，孙本文说：
“盖正当民族生存危疑震撼之秋，……如何满足人
民之需求，解除环境之侵迫，以谋妥善之调试，此
则社会学者与有责焉矣。”［５］（序，Ｐ１）吴文藻硕、博
论文选择的都是中国题目，充分体现了他对国内
问题的关注和对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身体力行。
对自己海外求学期间热衷撰写中国社会问题论文

的初衷，吴文藻后来曾回忆说：“我硕士论文的题
目是《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学说》。我写这个题目，
一方面是因为思想上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仰和

追随，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内国民革命高涨，北
伐战争胜利发展，故写了这篇为国宣传的论文”，
“当时的主导思想是想以学术研究为祖国服务”。
［６］（Ｐ８０）之后，这种“以学术研究为祖国服务”的理
念延伸到其博士论文的写作中，他称自己写作《见
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的主要缘
起，就是要“注意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同时
也可以“提高我运用历史方法的能力和分析文献
资料的能力”。［６］（Ｐ８１）
对民国时期留美社会学、人类学博士群体关

注中国问题研究的缘起与旨趣，林耀华后来曾回
忆说：“当时的青年与现在处境不同，一脑袋的救
国思想。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氛围下研究中国的社
会问题，找出中国贫弱的‘病根’是很多青年人追
求的目标。”［４］（Ｐ４）吴景超也曾在留美期间写作的
一篇文章中说：美国学术界之所以日新月异，就是
因为多数学者能逃脱书本的束缚，到实验室里，到
社会上，去搜集新的材料，求取新的知识。中国社
会是一个没有开掘过的丰富宝藏，若肯用推敲古
书的功夫，研究中国社会的情形，成绩一定大有可
观，亦定能促进中国社会改良。［７］以美国学术界
为榜样，求实致用，深入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以达

改良中国社会之目的，充分反映了留美生热衷中
国社会问题研究的心声。考察他们博士论文的内
容及学术旨趣，应该说这些言论反映了其时一大
批留美博士群体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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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生的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博士论文，首先
在西方学术界得到传播，一批论文成果公开问世，
兹列如下。

１．朱友渔的《中国慈善精神：一项互助的研
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１９１２年出版英文版；

２．徐声金的《中国家庭制度》，美国纽约国际
出版社１９２２年出版英文版；

３．余天休的《中国的社会控制与进步》，北平
中国社会学会１９２３年出版英文版；

４．陈达的《中国移民之劳工状况》，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出版社１９２３年出版英文版；

５．吴文藻的《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
片问题》，美国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２８年出版英文版；

６．祝世康的《中国劳工运动》，上海商务印书
馆１９２８年出版英文版；

７．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美国哈佛大学
出版社１９２８年出版英文版；

８．许仕廉的《儒家政治哲学》，英国劳特利奇
出版社１９３２年出版英文版；

９．严景耀的《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
关系》，以英文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１９３４年
第３期；

１０．叶崇高的《中国毕业生在美国的适应问
题》，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１９３４年出版英文版；

１１．杨昌栋的《平潭调查》，上海广平书局

１９３５年出版英文版；

１２．冯汉骥的《中国亲属制》，以英文发表于
《哈佛亚洲研究学报》１９３７年第２期；

１３．林耀华的《贵州的苗民》，以英文发表于
《哈佛亚洲研究学报》１９４０年第５期；

１４．龙程英的《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演进》，南
加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４１年出版英文版；

１５．杨懋春的《中国集镇与乡村生活》，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出版社１９４５年以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Ｔａｉｔｏｕ，Ｓｈａｎｔｕ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为题出版英文版；英
国伦敦的吉甘·保罗、特伦奇、图布纳出版公司

１９４７年出版英文版；劳特利奇出版社１９４８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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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英文版；

１６．郑德超的《费城华侨：一项文化接触的研
究》，福建协和大学印刷所１９４８年出版英文版；

１７．胡先晋的《中国共有的继嗣群及其功能》，
纽约的维京基金１９４８年出版英文版。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留美生至少有半数

即１７部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博士论文以英文形式
出版或发表，且主要在美国及英国出版或发表。
这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界的
较大关注，涌现了相当一批学术评论。
朱友渔是中国近代第一位主修社会学并获得

博士学位的留美生，他的论文《中国慈善精神：一
项互助的研究》于１９１２年出版后立即引起美国学
术界的关注。《美国经济评论》１９１３年７月发表
署名弗兰克·Ｄ．沃森（Ｆｒａｎｋ　Ｄ．Ｗａｔｓｏｎ）的文
章，对朱友渔著作进行了介绍。文章说：“通过本
书，‘慈善’一词被赋予更深刻和广泛的含义，因为
这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努力。”［８］书中内容主体包
括慈善组织、互助组织、居民福利三部分。在“慈
善组织”部分，朱友渔系统讨论了当时慈善努力的
方向，即主要为老年人、寡妇、孤儿及穷人提供帮
助；在“互助组织”部分，主要介绍了中国的宗族组
织、乡村社区、地方联合会、贸易与手工业行会组
织；在“居民福利”部分，介绍了中国政府的慈善理
论与实践及个人的慈善行为。此外，他还以一章
篇幅对“思想与实践中的慈善事业”进行了总的分
析，阐述了古代与近代中国作者将慈善事业作为
一种美德的态度，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慈善事业，
简要介绍了当时中国慈善事业的范围与特征。又
用一章讲人口与社会福利的关系，陈述了中国大
部分地区人口过载带来的不利影响，提出对出生
率要进行有效控制。
徐声金的《中国家庭制度》１９２２年在纽约国

际出版社出版后，钮金特（Ｆｒ．Ｎｕｇｅｎｔ）１９２３年初
在美国《天主教历史评论》发表书评，认为“这部著
作对英语读者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它描述
了一个有着四千年文明史的民族的家庭制度”
［９］。书中前三章讲述了中国古代家庭制度的历
史，接下来的四章讨论了现今的家庭制度，包括中
国人的结婚、离婚、父母之命及中国孩子在家庭中
的位置等。第八章讨论了中国的祖先崇拜，并给
出对这种祖先崇拜本质的解释，认为祖先崇拜并
不是迷信。钮金特认为，徐声金的这种观点与事
实相矛盾，他认为，在中国广泛存在的祖宗牌位是

逝者灵魂居住的地方的观念，烧纸钱、供奉食物及
在祖先牌位前跪拜的行为，都证明存在于中国的
祖先崇拜就是纯粹的迷信行为。
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１９２８年由哈佛大

学出版后，在英美学界引起关注。１９２９年５月，
由英国皇家人类学院主办的《人类》杂志发表了署
名考拉姆（Ｃｏｌｌｕｍ　Ｖ　Ｃ　Ｃ）的文章，高度评价了李
济著作的成就，认为这部“由中国人类学家用英文
写成的著作分析透彻，观点鲜明，值得热烈欢迎”
［１０］。特别是他利用人类学方法对中国人体质数
据所作的调查及对史上城墙建筑资料、姓氏资料
等的精确和批判性的分析，充分显示了作者的才
华。文章最后希望李济“这位勤勉而具有独创性
的调查者能找到扩大史前时期研究的机会与方

法，同时在将来的出版物中能补上先前欠缺的索
引”［１０］。同年１１月，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也发
表评论文章，认为李济著作是一次“细致的人类学
探索，说明中华民族的同质性和中华文明的稳定
性只是表面上的，而非真实存在的”［１１］。书中运
用了大量的人类体质测量表、各种图表、地图来说
明人口的迁移和中华民族的几次重要分化，说明
“他们的民族志充满了跌宕起伏”［１１］。
冯汉骥的《中国亲属制》１９３８年在《哈佛亚洲

研究学报》发表后立即引发学术反响。伯纳德·

Ｗ．阿金斯基（Ｂｅｒｎａｒｄ　Ｗ．Ａｇｉｎｓｋｙ）１９３８年９月
在《美国东方社会杂志》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冯汉
骥的论文“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亲属称谓的成
果”，“对那些致力于研究中国家庭轨迹的人来说，
将大有用处”。“论文史料丰富，内容简洁明了”。
［１２］但同时也认为冯文存在较多局限，如“视中国
文化为单一文化”“对婚姻与亲属制度的考察充满
矛盾”“缺乏地方志资料”、运用当代理论分析问题
不足等。［１２］弗莱德·埃根（Ｆｒｅｄ　Ｅｇｇａｎ）１９３８年
末在《美国民俗杂志》载文对冯汉骥文章也进行了
细致的介绍与评论。他称赞冯文“是关于中国亲
属用语系统的权威研究，该研究不仅对社会组织
中的学生有价值，对其他人群也是有裨益的”。
“它向读者展示了关于内部组织的中国现代亲属
系统，这种系统与多种社会组织的关系和它的历
史发展进程。研究的方法采用的是历史的和语言
的方法”。评论认为，以往西方学者利用部分史料
试图重建中国早期社会的历史，但大多数人的成
果不令人满意，原因主要在于缺乏充足的史料和
先进的亲属理论知识。而冯博士的研究显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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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西方成果，是“考察亲属称谓制度的典型”。［１３］
布伦达·Ｚ．塞利格曼（Ｂｒｅｎｄａ　Ｚ．Ｓｅｌｉｇｍａｎ）１９３９
年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发文，客观介绍了冯汉
骥论文的主要内容，并称赞“对欧洲研究者来说，
该研究工作价值颇高”，同时也指出“很遗憾的是
文中的脚注和参考文献用的都是中文”，给西方读
者带来不便。［１４］留英的费孝通１９３８年８月也在
英国《人类》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冯汉骥论
文运用的历史的、语言的方法“遵循了从摩尔根、
哈特到施洛克的研究方法”，文中收录的３３８个亲
属称谓和丰富的脚注材料，说明冯先生不愧是这
方面的专家，但文中对“从儿称”的研究须放到具
体的情境中。［１５］
郑德超的《费城华侨：一项文化接触的研究》

１９４８年由福建协和大学印刷所出版英文版后，也
在美国学术界引起反响。许烺光在《美国政治和
社会科学年鉴》刊文评论说：“作者在书中致力于
解决以下问题：中国人能被同化吗？他们已经全
部被同化了吗？如果没有全部被同化，原因是什
么？如果已经被同化，同化的程度又如何？”［１６］该
书的贡献，一是“为那些想知道在美中国人生活的
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二是“对未来想要
将费城的中国人和其它地区的移民作比较研究的

人来说大有益处”。该书的不足是作者尚未能将
西方理论“在书中融会贯通”。［１６］谭金美在《美国
社会学评论》载文简介了郑著的内容，认为该书对
在美华人的研究比以往“华裔社会学家”的研究更
透彻，是研究在美中国人的重要著作。全书行文
流畅，图表、数据材料独特充实，提高了书的价值。
“对那些从事中美交流及少数族群文化交流研究
的人来说，此书值得一读。”［１７］理查德·Ｔ．拉皮
埃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Ｌａｐｉｅｒｅ）在《美国社会学杂志》
发表简要评论，认为“该书的主要价值在于为其他
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关于费城唐人街的数据与

材料”［１８］。
胡先晋的《中国共有的继嗣群及其功能》１９４８

年在纽约出版后，杨懋春在《太平洋事务》杂志发
表文章加以评论。他提出：中国的“继嗣群”是精
心组织起来的社会联合体，它以传统和法律为基
础，在中国社会组织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
在道德与伦理上指导个体的生活，用公产来救助贫
弱，或者在财政上为个体提供教育经费。这一群体
受宗教、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保护，拥有相当可观的
权利。对这样一个群体及其功能进行研究，“无论

从社会学还是历史学上来说，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
义”。［１９］该著中英文史料丰富，对从事中国社会组
织研究的人来说，有重要的探讨价值。［１９］美国《生
物学评论季刊》第２４卷第１期（１９４９年３月）发表
了欧文·Ｈ．阿克纳施特（Ｅｒｗｉｎ　Ｈ．Ａｃｋｅｒｎｅｃｈｔ）
的短文，对胡先晋著作进行了简要评论。［２０］
在留美生诸多公开问世的社会学、人类学博

士论文中，民国时期在西方影响最大、评论最多的
著作是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
在该书出版前后，社会学、人类学家们发表了多篇
评论文章，在美国学术界掀起一股评论热潮。美
国著名人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林
顿（Ｒａｌｐｈ　Ｌｉｎｔｏｎ）教授亲自为该书作序，并给予
高度评价。他指出：西方学者研究异域文化面临
的最大难题是，“他不仅必须对这种语言有深入的
理解，而且还必须对他的研究对象有真正的同情
和超乎寻常的敏锐。他必须有能力看到事情的情
感领域，而且能够理解许多没有说出的东西”［１］
（林顿序言，Ｐ２）。但遗憾的是，这种情感很难通过学
习或教育获得。因此，他们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在
异域文化中出生和成长的那些人，通过他们的帮
助来理解这些文化。杨懋春作为“切近参与”中西
两种文化的“边缘人”，其工作无疑大大有助于西
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杨博士对他的村庄
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当地村民，又能用科学的无偏
颇的态度进行研究。他的描述既准确又充满感
情，社会科学家和一般读者都会感兴趣。”“他的这
项研究不是此类研究中最早的，但我认为是最成
功的研究之一。”［１］（林顿序言，Ｐ３）美国农业部推广
部主任威尔逊（Ｗｉｌｓｏｎ　Ｍ　Ｌ）在为该书撰写的导
言中称颂杨著“是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农业
社区这一新途径的成功范例”，该书“通过把乡土
中国放在它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一个村庄中，
提供了乡土中国的生动描述”，“给了我们一把理
解中国乡村文化的新的、科学的钥匙”。他认为，
杨懋春著作的最大贡献，在于有助于人们理解中
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及“不可能把我们的文化移
植到亚洲”的观点。［１］（威尔逊导言，Ｐ２－３）美国人类学
家沃尔特·Ｒ．戈德施密特（Ｗａｌｔｅｒ　Ｒ．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
刊文认为：“对人类学家来说，台头村将代表今后
的研究方向，无可非议，它将成为在社会人类学方
面研究中国北方农民生活的重要参考。”“书中描
写的微观世界，可以让我们一窥广大、神秘的中国
乡村生活的一角。”同时，他也认为，该书作为“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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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民族志”研究，也有其局限性，包括缺乏总结和
归纳，有些地方不准确，对乡村政策的讨论令人失
望等。［２１］保罗·Ｆ．克雷西（Ｐａｕｌ　Ｆ．Ｃｒｅｓｓｅｙ）的
书评充分肯定了杨懋春的研究方法。他认为，杨
懋春“没有像大多数美国社区研究者在描述某种
社会组织所运用的那样，强调将社区生活分为商
业、宗教、家庭、教育、娱乐、政治等各方面”，而是
“以家庭为中心点，描述围绕这个中心所涉及地区
的活动”。［２２］他对家庭生活中母亲重要地位的分
析也是非常新颖的，与西方学者强调父系家长制
和父亲的权力不同。书中的不足是：对民俗、民间
宗教活动、迷信活动关注较少；凭记忆写作，缺乏
准确数据，不像用通过直接调查的结果写作那样
具有说服力；对村庄社会变迁的动因、发生的方式
及变迁对村内文化造成的影响缺乏详细分析。但
瑕不掩瑜，“该书显示了一位社会学家的独立思考
和判断及他对中国乡村的关怀与理解”［２２］。理查
德·Ｔ．拉皮埃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Ｌａｐｉｅｒｅ）的文章认
为，杨懋春的著作“是作者由人类学家向社会学家
转型的重要标志”，“虽然主要是对一个具体村庄
特定行为的分析，但在理论与实践中具有广泛影
响”，书中“对村民生活的描述不仅具有科学的客
观性，而且不乏作者深厚的感情”。［２３］在美国社
会学、人类学家热烈讨论杨懋春著作的热潮中，时
在美国任教的留美学人陆琪臣、留英学人许烺光
也参与了评论活动。陆琪臣在《美国政治和社会
科学年鉴》第２４４卷（１９４６年３月）发表文章，认
为“近来关于中国研究的书籍已出版不少，但是本
书仍能引起极大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其开拓了另
一种研究中国的方法”。“作者拥有人类学家的素
养，并且对他所出生和长大的地方也极为熟悉，在
进行研究之前，个人的观察和经历使作者掌握了
大量的材料。”他最后评价该书“英文行文流畅，书
后索引完整”，“不仅对社会学家而且对普通读者
都将是一本具有启发性和实用性的著作”。［２４］许
烺光在《美国社会学评论》第１１卷第６期（１９４６
年１２月）发表评论，称颂杨懋春著作是一部“使读
者欲罢不能的出色著作”，其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对
于数据的运用以及深入分析，这些数据被巧妙地
整合在一起，“显示了作者在人类学上对科学方法
的熟练掌握”；“该书不仅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研
究的重要补充，对一般读者也大有裨益”。［２５］
上述评论从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对留

美生的中国社会问题研究成果进行了客观、细致

的分析、点评，有称颂与褒奖，也有批评与商榷。
尽管观点各异，但有一个看法几乎是共同的，即普
遍认为，中国学人的这些成果为西方认识与理解
中国社会与文化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帮助。林顿教
授在评价杨懋春著作时甚至认为，“任何切近地参
与两种文化的人，都处于更加清晰地观察这两种
文化的位置”，留美生这些“边缘人”，“不仅把他们
的文化解释给我们，而且也向我们解释我们的文
化”，这是“对社会科学最有价值的贡献”。［１］（林顿
序言，Ｐ３）

２０年代中期以后，出于加强远东地区研究尤
其是深入把握中国形势的需要，美国学术界热衷
探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强调研究的实用性，并使
传统汉学逐渐发展成为现代中国学。如１９２５年
成立的太平洋学会，其长期研究规划就涉及美国
政府亟须了解的中国几乎各方面问题，如人口问
题、乡村土地占有与农民问题、宗族家庭问题、劳
工组织问题、工业化问题、国际政治关系问题等。
留美社会学、人类学博士群体的中国社会问题研
究，无疑契合了美国这股政治与学术大潮的需要，
构成美国现代中国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西方学术
界如此看重留美生的这些中国社会问题研究成

果，也就不为无因了。

三

留美生的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在引起西方学术

界关注评论的同时，对民国时期国内学术界特别
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建设发展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开启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本土化之门，成为
民国时期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学术运动的滥觞。
回国后的留美生继续坚持求实致用的、以认

识、解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为宗旨的学术价值取
向，积极倡导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主张。孙本文
在１９３１年２月中国社会学社第二次年会上指出：
中国社会学界“今后之急务”，就是要“采用欧美社
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
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
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
国化的社会学”［２６］（Ｐ１８－１９），第一次提出社会学中
国化的主张。随后几年里，吴文藻进一步倡导社
会学中国化，主张认识国情，开展社区研究，解决
中国实际社会问题。在他的倡导推进下，社会学、
人类学界兴起广泛深入的社区研究和文化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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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运动，费孝通、李景汉、张之毅、史国衡、林耀
华、杨庆堃、许烺光、田汝康等大批社会学、人类学
家参与其中。对民国时期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为
宗旨的社会学中国化运动，费孝通曾评价说：“吴
老师所主张的‘社会学中国化’，原来是很朴实地
针对当时在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不联系中国社会

的实际而提出来的。要使社会学这门学科能为中
国人民服务，即对中国国计民生有用处。”［２７］（Ｐ３）
他还说：“吴老师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着重研究
工作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中国人研究中
国（本社会、本文化）必须注意中国特色，即中国社
会和文化的个性。”［２７］（Ｐ４）同为社会学者的雷洁
琼多年后也曾评价留美出身的老一辈中国社会学

家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要使社会学中国化”，他
们“都努力研究中国社会情况，使社会学中国化，
不是照抄欧美的理论。所谓中国化，就是要使社
会学为国家服务”。［２８］（雷洁琼序，Ｐ６）费孝通、雷洁
琼的评价，准确抓住了留美社会学、人类学者以学
术研究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学术要旨，而这与其
在美留学时开展的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取向

是一脉相承的。
回国后的社会学、人类学留美学者不仅倡导

中国化的学术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延续在美时的
学术训练和博士论文方向，在中国社会问题研究
上继续努力，取得突出成绩，成为在美时所开拓研
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同时成就了民国时期社会学、
人类学求实致用、重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研究的传
统与特色。如陈达回国后在中国劳工问题、华侨
问题等领域成就卓著，他的《中国劳工问题》（商务
印书馆，１９２９年）和《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
印书馆，１９３８年）即是在留美博士论文基础上的
新拓展，是上述领域的代表性作品。孙本文回国
后大力宣传文化社会学，在社会学理论体系构建、
社会心理学研究等领域颇有建树，特别在中国社
会问题研究领域，集多年之功力，完成自己社会问
题研究的代表作《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四卷本，商
务印书馆１９４２年—１９４３年陆续出版），对中国家

族问题、人口问题、农村问题、劳工问题皆有论列，
是中国第一部综论中国社会问题的宏大著述。吴
景超则延续了对芝加哥学派所擅长的都市社会学

的研究理路，写出《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
馆，１９３７年），提出实行工业化、发展都市经济以
救农村的主张，成为其研究中国问题最重要的代
表作。林耀华继承留美时开其端绪的民族问题研
究路向，继续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开展少
数民族社区研究，他率考察团深入大小凉山彝族
区、康北藏区及四川嘉戎区进行考察，出版了《凉
山彝家》（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７年），引起国际学术界
高度重视。杨懋春在旅美及定居台湾后，继续中
国乡村社会学的研究，出版了《乡村社会学》（台湾
正中书局，１９８４年）等多部论著，在中国乡村问题
研究领域贡献卓著。李济、冯汉骥进一步延续了
考古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在中国殷墟考古、史前考
古及西南少数民族考古等领域成果丰硕，成为蜚
声中外的中国早期考古学的领军人物。此外，严
景耀对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杨昌栋对宗教问题
的研究，祝世康对劳工与民生问题的研究，皆是留
美生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继续践行中国问题研
究特色与传统的典范。
近年来，中国社会学在重建与复兴的过程中，

一方面汲取西方学术资源，一方面与中国社会转
型过程中各种具体实践问题的经验研究密切结

合，同时积极从民国时期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传
统中汲取营养。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民国社
会学、人类学研究是一座值得发掘的富矿，它强烈
的现实关怀、所探讨的中国社会问题主题、本土的
经验材料、精密有效的西方学理，已构成本土化的
研究体系和学理架构。因此，要重新发现、重新思
考这一传统并加以继承。需要强调的是，发现与
接续传统必须自源头始，而民国社会学、人类学研
究本土化特色与传统的源头，就始自留学生特别
是留美生的中国社会问题研究。这也正是我们研
究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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